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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在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郭世荣，李　迪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摘　要：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通晓天文学、数学，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在清钦天监任监副一职。作为钦

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徐懋德是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们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传

回欧洲，引起欧洲科学界的关注。徐懋德与戴进贤在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象考

成后编》介绍了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先进的著作。徐懋

德与戴进贤密切配合，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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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采用的年份根据《耶稣会修士徐公之墓》碑文推得。关于徐懋德的生年，有１６８９年和１６９０年两说。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０年版佛

朗西斯·罗德里杰斯所著《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王渝生《Ｐ．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ｏ

ｍ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ｓｉａ》一文说是１６８９年２月４日。其中，《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第１３４页注２６载：“１７４１年的简

历说他生于１６９０年，但是，其他人说他生于１６８９年。”

②　该文首先发表于《历史杂志》１９２３年第１２册第８１１１８页，共分１１节，１９９０年单独出版，即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０年版佛朗西斯·罗德里

杰斯所著《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

③　戴进贤（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Ｋｇｌｅｒ，公元１６８０１７４６年，字嘉宾，德国人）与徐懋德同船抵达澳门，无疑是上述１４位传教士之一。到中国后第二

年（公元１７１７年），即奉康熙帝之召进京，到钦天监工作。当时钦天监有一地位很高的职位———治理历法———由西洋人担任。戴进贤进京时，

这个职位由德国人纪理安（ＢｅｒｎａｒｄｕｓＫｉｌｉａｎＳｔｕｍｐｆ，公元１６５６１７２０年）担任。纪理安１７２０年７月２４日去世，这个空缺即由戴进贤补上。

１７２５年，他被补授钦天监监正，并加礼部侍郎衔。直至乾隆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６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２０多年中，他在钦天监做

了大量工作，是传教士中的学术主力和领导者。当时钦天监的几项重要科研工作，他都是骨干。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徐懋德（号卓贤，原名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１６９０年①生于波尔图市），在清钦天监工作近

２０年，与戴进贤共同编撰《历象考成后编》，介绍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对中西天文学交

流做出了贡献。目前，对其天文工作研究较少。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公元１８７３

１９５６年）著《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②介绍自１５８３年至１８０５年２２２年间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

家在中国的天文学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包括徐懋德。［１］王渝生基于部分中文资料，专文介绍徐懋德的工

作。［２］鉴于徐懋德在中葡天文学交流方面的重要性，在补充中文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徐懋德在中国的情况

及其天文学工作做进一步探讨。

徐懋德青年时代主攻数学，１７岁入耶稣会。１７１１年，在埃佛拉大学就读哲学二年级，并在该校获文学硕

士学位。他研究神学，接受教职，成为神父。数年后，耶稣会选派一批教士来中国，“十四个传教士都是神父，

均为挑选出的精英人物。……徐懋德神父，波尔图人，攻读数学。”［１］１３４这些传教士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

１７１６年）抵达澳门，开始在中国南方传教。１７２４年，徐懋德进京。关于他进京的详细过程，虽然目前还不清

楚，但是可以肯定和戴进贤③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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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曾下令传教士都回到澳门。戴进贤等人竭力活动，争取传教士能在广州居住。［３］最

终，他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公元１７２４年７月１日）的奏折起了作用。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因有实际困难，

“惟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

者，容住广东。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再，各省现有衰老病废难行之人，可否暂容，此又出

自皇上格外隆恩，非臣等所敢擅请也。”雍正帝接奏折后即批：“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

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４］同年十月二十日（公元１７２４年１２月５日），孔毓繤上报安置西洋人请旨题

本，其中有：若西洋人“系精通历法及有技能者，送京效用，余者广东澳门安插。随据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宽

免驱逐，本上谕行臣等，暂止催往澳门”［５］。明确说明，这是戴进贤奏折所起的作用。

徐懋德精通历法，当为被“送京效用”者之一。“徐懋德是在法令颁布后于１７２４年赴北京的”，是根据徐

懋德的信札得出的结论。［１］１３４孔毓繤的题本日期在十月二十日，题下还有“十二月初三日奉旨该部谨奏”。可

知，徐懋德于中国农历年末动身北上，从时间上推算，只能于第二年（公元１７２５年）初到达北京。

徐懋德既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京，理所应当在钦天监任职。可是当时钦天监高层职务一直满额：监正

为明图，治理历法为戴进贤，左监副２人，右监副２人。从雍正二年到九年都不缺员，似乎无法任命徐懋德为

左监副或右监副。约在雍正四五年间增加了一个职位———监副，位列左监副和右监副之后、五官正之前。在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１７３１年２月４日）的一份钦天监题本上有“监副徐懋德”的署名，可证他始任

此职的时间应早一些。① 这个职务，徐懋德一直担任到乾隆八年十月十七日（公元１７４３年１２月２日）他去

世为止。［６］５４５５他逝后葬于北京栅栏墓地，有墓碑保留至今，用拉丁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刻成，碑文如下：

　　徐先生，讳懋德，号卓贤，泰西玻尔都噶尔国人。童年入会，立志贞坚。时值康熙五十五年亲来粤

东，圣教广传一十四载，终日乾乾。雍正甲辰奉旨传宣，授职监副，管理钦天内外治事，独著精专，阖会善

士，颂声万千。天主命至，功完德全，乾隆癸亥遂善终焉。帑银二百，皇恩无边。计在会中三十六年，五

十四岁，享寿绵绵。勒诸贞石，荣光常悬。［７］

徐懋德是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天象观测和编撰每年的《时宪书》，几

乎所有的工作都要按时上报题本。在各种题本、《时宪书》样式的进呈表以及其他天文和气象的报告署名中，

都包括戴进贤和徐懋德的名字。例如，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元１７３９年８月２５日）“题为月食事”中有：

“监正进爱、戴进贤、监副徐懋德等钦遵御制《数理精蕴》推算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戊子望月食”，并附全国

各省见食情况的精彩图形１５幅。②

戴进贤与徐懋德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即传回欧洲。在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收藏的档案中，

包括１７２７年至１７３１年戴进贤、徐懋德在北京的日、月食，木卫的观测报告。
［８］５２当时欧洲人很注意中国的天

文观测，据韩琦先生研究，英国皇家学会派霍得逊（Ｈｏｄｇｓｏｎ）到中国从事一些科学活动。意大利在华传教士

德里格（Ｔ．Ｐｅｄｒｉｎｃｏ③，公元１６７１１７４６年）于１７３８年１１月８日、１７３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北京给广州的霍得逊

写信，并寄去一些天文观测记录。１７４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北京的德国传教士鲍友管（Ａ．Ｇｏｇｅｉｓｔ，公元１７０１

１７７１年）也给霍得逊写信，从信的内容看，是霍得逊要求戴进贤与徐懋德给他寄天文观测报告，鲍友管为此

寄去了近年来的观测结果，并要求他定期寄来《哲学汇刊》和新出版的天文学著作。［８］５７徐懋德与欧洲的科学

家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其中涉及不少科学问题，“一七四二年，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把在北京对一颗彗星的

①

②

③

徐懋德１７３２年的信中说他三年前任此职，据此可知，他于１７２９年始任监副。又，王渝生《Ｐ．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ｓｉａ》一文第２２１页给出徐懋德的任职时间为：１７２８．１．１７１７４３．２．４，但未说明出处。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题本。

韩琦书中为Ｔ·Ｐｅｄｒｉｎｉ，本文之Ｔ·Ｐｅｄｒｉｎｃｏ取自［７］第１３６页德里格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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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写信寄给李伯乐·桑切斯（ＲｉｂｅｉｒｏＳａｎｃｈｅｓ）和圣贝特斯布格皇家科学院（Ｓ．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ｏ）”。
［１］１１０他

还指出，由耶稣会员、天文学家马克西米利安·赫尔（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ｏＨｅｌｌ）编辑出版的《天文观察》（奥地利维也

纳，１７６８年）一书中包括了１７１７年到１７５２年在北京的传教士的观测结果，其中也有徐懋德的工作。
［１］１１０，１３５

这些情况表明，戴进贤和徐懋德把在中国所作天文观测之结果传回欧洲，并在欧洲引起科学界的关注。这些

工作对欧洲天文学研究起到了何种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徐懋德在北京钦天监的天文工作绝不止于此。他的学术水平在钦天监是公认的，通过编撰《历象考成后

编》工作的前后过程即可得到证实。

清代钦天监经常承担或开展一些大型的相关科研工作，徐懋德参加了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实

际上，是先进行大量的观测与计算研究，然后编纂成书。这件事情表面上起因于对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公

元１７３０年７月１５日）日食的观察，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戴进贤和徐懋德了解西方天文学一些新

的成果，同时他们更明白《历象考成》中介绍的天文体系没有用椭圆体系，比较落后。在传教活动受到严重打

击、他们在钦天监的地位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有必要抓住机会巩固在钦天监首席天文学家的

地位。于是，他们指出钦天监现行的日月交食推算方法有问题，不能准确推算交食，并用新法预推算了雍正

八年六月的日食时刻，这个时刻与钦天监官员所推算结果不一致。钦天监所用方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

《历象考成》①，而《历象考成》是康熙御制，钦天监的官员当然不敢贸然说什么。等到日食发生时，验证戴进

贤等讲得果然对。

当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明图深知事关重大，于当月二十八日（８月１１日）上奏雍正帝，奏折全文如下：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钦天监监正臣明图谨奏：窃惟日月行度，积久渐差，法须旋改，始能吻合天

行。臣等钦遵御制《历象考成》推算七政，颁行天下。兹据臣监监正戴进贤、监副徐懋德推测校勘，觉有

微差。盖《历象考成》原按《新法历书》纂定，而《新法历书》用之已久，是以日月行度，差之微芒，渐成分

秒。若不修理，恐愈久愈差。臣图愚昧，未经考验，不敢遽奏。今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日食，臣等公同

在台，敬谨观候实测之，与推算分数不合。伏念历法关系紧要，臣监职所专司，不敢壅于上闻。谨缮折具

奏，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戴进贤、徐懋德，挑选熟练人员，详加校定，修理细数，缮写条目，进呈御览。为

此，谨奏请旨。［９］

奏折中汇报了此次日食观察的前因后果，请求由戴进贤、徐懋德选人重修《历象考成》。不过，明图在奏

折中隐去了一个事实。对于此次日食的预报推算有两种方法，一是钦天监所用常法，即《历象考成》的方法，

这一点明图清楚指出了；另一为戴进贤、徐懋德所用新法。明图所谓实际观测发现“与推算分数不合”，是指

与前一方法推算结果不合，而后一方法所算则与实测吻合。正因为此，明图才大胆建议“敕下戴进贤、徐懋

德，挑选熟练人员”重修《历象考成》。

雍正帝批准明图的建议后，戴进贤、徐懋德并未挑选熟练人员一起合作重修《历象考成》，而是在几天之

内就搞成一套《日躔表》和《月离表》②，作为推算交食的补充材料。他们并没有向钦天监人员讲授两表的使

用方法，会用的人只有他们二人和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等极少数人。乾隆二年四月十八日（公元１７３７年

①

②

在明末崇祯时（公元１６２８１６４４年），先后由徐光启（公元１５６２１６３３年）、李天经（公元１５７９１６５９年）主持，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公元

１５９１１６６６年）、罗雅谷（公元１５９３１６３８年）等编译了《崇祯历书》。入清，汤若望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康熙末年由何国宗（？１７６６年）、梅?

成（公元１６８１１７６３年）等编撰《律历渊源》一书，分为律吕、历法和算法三部分。其历法部分即《历象考成》４２卷。《历象考成》的内容主要取材

于《西洋新法历书》，其天文学理论是西方１６世纪的第谷（公元１５４６１６０１年）理论以及更早的成果，有些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因而用《历象考

成》的方法推算日食发生微差乃是情理中之事。

徐懋德说：“几天后，我们向皇帝呈递我们所著的天文学著作。”参见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０年版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所著《葡萄牙耶稣

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第１０９页。顾琮的奏折中说：“查作此表作者系监正加礼部侍郎衔西洋人戴进贤”，说明当时只署了戴进贤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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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７日）协办吏部尚书顾琮所上奏折明白讲了此事，并提出重修的具体建议：

　　……世宗宪皇帝御极，继志述事，刊刻颁行①，实属尽善。但《新法历书》之表，出自西洋，积年既多，

表渐不准，推算交食分数，间有不合，是以又允监臣之请，纂修《日躔》、《月离》二表，以推日月交食并交

宫、过度、晦朔、弦望、昼夜永短，以及凌犯共三十九页，续于《历象考成》诸表之末。但此表并无解说，亦

无推算之法。查作此表作者系监正加礼部侍郎衔西洋人戴进贤，能用此表者惟监副西洋人徐懋德与食

员外郎俸五官正明安图，此三人外别无解者。若不增修明白，何以垂示将来？则后人无可寻究，与未经

修纂无疑。可否令戴进贤为总裁，以徐懋德、明安图为副总裁，令其尽心考验，增补图说，务期可垂永久；

如《历象考成》内倘有酌改之处，亦令其悉心改正。……伏乞皇上睿鉴，谨奏。［９］

乾隆旨令：“著顾琮专管”，从此，重修《历象考成》之最高组织领导工作落在了顾琮的身上。

但是，从明图到顾琮只提到明安图一个中国人，因而可能引起某些国人的不满，如编撰《律历渊源》的主

力何国宗、梅?成等本来就与传教士之间矛盾颇深，对人选上可能持有异议。顾琮不得不在２０天之后于乾

隆二年五月初八日（公元１７３７年６月５日）再次上奏折，除重申上次奏折主要内容外，又强调具体工作“俱用

钦天监人员，请即在钦天监开馆，俾伊等就近纂修，不致有监中事务，实为妥便”，并特别提出：

　　从前修算书处翰林现在者有顺天府府丞梅?成、原任工部侍郎何国宗二员，仰恳天恩，准将梅?成

命为总裁，何国宗协同总裁效力行走。谨奏，请旨。［９］

经过这次人事调整，即着手开展工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至乾隆三年四月十五日（公元１７３８年６月

２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又上奏折：

　　……自康熙年间以来，西人有噶西尼、法兰德等辈出，又新制坠子表以定时，千里镜以测远，爰发第

谷未尽之义，大端有三：其一谓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止有十秒；其一谓清蒙气差，旧定地平上

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其一谓日月五星

之本天，旧说为平圆，今以为椭圆，两端径长，两腰径短。以是三者，经纬度俱有微差。臣戴进贤、臣徐懋

德习知其说，而于天未有明徵，未敢断以为是。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按旧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

图１　《历象考成后编》工作人员名单（部分）

得八分十秒，验诸实测，今法果

合。……臣等按法推详，阐明理

数，著日躔九篇，计一百九页，表

六十二页，用数算法七页，谨缮稿

本，恭呈御览。俟月离、交食全书

告竣，以类相从，再分卷帙。［９］

　　和硕庄亲王允禄系康熙帝之子、

乾隆帝的叔叔，因此他敢说出真话：对

于雍正八年六月朔那次日食的预报是

“今法果合”，即戴进贤、徐懋德的推算

准确无差。明确指出了本次修改《历

象考成》的主要内容有三项，都是戴进

贤、徐懋德所习知的，而且完成了一部

分书稿。但此时研究工作并未完成，

① 指康熙末年完成之《律历渊源》到雍正帝即位时出版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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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四年的研究和编撰，到乾隆七年全部完成。这年四月十二日（公元１７４２年５月１６日），允禄再上奏

折：

　　奉旨允行，数年以来，臣等悉心研究，凡新法与旧不同之处，无不穷极根源，乃得通其条贯，其理虽不越上

下二编①之范围，而其用意之精巧细密有昔人所未及者，皆抉尽底蕴，层解条分，合日躔、月离、交食共成十卷。谨

缮稿本二套，恭呈御览。伏乞皇上亲加裁定，御制序文弁于卷端，以光钜典。［９］

同时上报参加工作的人员名单（图１），由最高的总理到最低的库掌（管理研究用品的人员），共５２人。

总理之下为武英殿监理，再下为汇编８人，即顾琮、张照、何国宗、梅?成、进爱、戴进贤、徐懋德、明安图。徐

懋德的职衔是：钦天监监副加三级。在５２人中，最主要的是“汇编”８人，但真正的学术骨干是“汇编”中的最

后３人。戴进贤、徐懋德将西方最新天文学成果引进中国，而明安图则是真正懂行的中国学者。何国宗与梅

?成也应能理解，另外３人就很难说了。由此可知，戴进贤和徐懋德在这次科研工作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乾隆三年，允禄奏折中提到了两个西方人。其中，噶西尼即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Ｊ．Ｄ．Ｃａｓｓｉｎｉ，公元

１６２５１７２１年），法兰德可能是英国天文学家弗拉姆斯台德（Ｊ．Ｆｌａｍｓｔｅｅｄ，公元１６４６１７１９年）。所提三项修

改，第一项“太阳地半径差”现译为“太阳视差”，１６７２年，卡西尼观测求得９．５″；１７０４年，马拉底（Ｇ·Ｆ·Ｍａ

ｒａｌｄｉ，公元１６６５１７２９年）求得约为１０″；１７１９年，布拉德累（Ｊ．Ｂｒａｄｌｅｙ，公元１６９３１７６２年）求得１０．５″，
［１０］都

与奏折中所说的十秒一致或相近。关于第二项“蒙气差”，《历象考成后编》则说得更明白：

　　今监臣戴进贤等，历考西史：第谷所定地平上蒙气差，其门人刻白尔即谓失之稍大，而犹未定有确

数，至噶西尼始从而改正焉。［９］

第三项关于日月五星的轨道形状问题，即所谓“日月五星之本天，旧说为平圆”。哥白尼（公元１４７３

１５４３年）建立日心学说，五星及地球均以圆形（平圆）轨道绕日运行，太阳在这些同心圆的中心点上，而月又

绕地球沿圆形轨道运行。前面引文中的“刻白尔”即刻普勒（公元１５７１１６３０年）在１６０９年的著作中，将行星

的轨道形状改为椭圆，同时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刻普勒的结果，当时并未在中

国传播，过了１００多年才首次在《历象考成后编》中采用，并引进了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但是把椭圆焦点上

的太阳换成了地球，实际上是倒退为稍加改变的地心体系。经查，卡西尼、刻普勒和弗拉姆斯台德的著作当

时都已传到中国，在《北堂藏书目》中有记载。１６９３年巴黎出版的《皇家研究院科学记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Ｒｏｙａｌｅ

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的天文学和地理学部分主要是卡西尼的结果，刻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论》（ＥｐｉｔｏｍｅＡｓｔｒｏ

ｎｏｍｉａｅ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ａｎａｅ）也在其中。
［１０］戴进贤和徐懋德不可能不利用这些著作。

《历象考成后编》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严重缺陷，而事实上在中国已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

先进的著作，这主要是戴进贤和徐懋德的功劳。在“诸臣职名”名单上出现的何国宗与梅?成大概未做任何

实质性的科研工作，仅是挂名而已。中国只有明安图的工作值得肯定和赞扬。

种种迹象表明，戴进贤、徐懋德与何国宗、梅?成之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大约在研究工作开始时

表现得最突出，因为监正明图只提戴进贤和徐懋德，让他们负责修改《历象考成》，甚至让他们挑人参加工作。

这必然引起何、梅等人的不满，可能对戴、徐采取排挤或打击手段。徐懋德于１７３２年（雍正十年）１１月２０日

写信给耶稣会会长，其中有：

　　皇帝（按：雍正帝）三年前曾表示要添补一位欧洲人。这时，皇上任命我为数学院二品官，为伊那西

奥·凯格莱②神父的助手和同事。这一消息极大地震动了院士们，他们乱了阵脚，不敢再轻举妄动，也不

①

②

此“上下二编”系指《历象考成》，该书分上编１６卷、下编１０卷，另有表１６卷。

伊奥那西·凯格莱即为戴进贤的原名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Ｋｇｌｅｒ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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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在皇帝面前再进谗言。……

由于皇帝颁布的法令，我们在许多年内不得不对所观测的日月食和其他天体现象，进行调整和核

准。在我们被允许检查那本书①后（以前是不准我们做的），我们发现书中有许多错误。行星相位，尤其

是日月食的观察，与我们依规律做出的计算不相符合。我们运用真正的计算程序，私下报告了我们的观

察结果和以院士们的规则所计算出的二者之间的差异。实测后，院士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差异，也承认他

们的著作偏离了真理。不过，他们说错误不大，只有天才和经历丰富的人才能发现。

一七三○年七月的日食来临了，这是院士们发表著作后第一次可见的日食。在日食的观察中，非常

明显地看到院士们的错误并非一般。用他们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日食时间和范围超出了我们的计算，他

们的时间长、范围大。我们用下列方法来证实这一点。

在日食发生之前，天文院正式交给皇帝一份日食相位图，我们与此时也交给皇帝一份非正式的图

表。我们在图表上清晰地标明日食出现及消失的时间和范围。这样，如果皇帝欲亲自视察，就能看出我

们与院士们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别，便能确定哪一种方法更符合客观事实。日食这天来到了，……结果，

在各个细节上的观察所得与我们天才的设计完全吻合，天衣无缝。……

一个姓何的贵族、院士、天主教的敌人，……向皇上呈上一份请愿书。在书中他对皇帝说，鉴于中国

院士们已完成了天文学的著作，欧洲人主持数学院并指导行星和日月食的天文记录似无此必要。该职

位贵族院士梅氏即可胜任。他请求皇帝以梅氏取代欧洲人。此外，何还向皇帝说了其他一些事项。皇

帝大动肝火，拒绝了何的要求，重申只有欧洲人才最懂天文学，只有他们才能对天文学精确计算。［１］１０３１１０

其中所说一七三年七月的日食就是明图奏折中所说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那次日食，证明戴进贤、徐懋

德推算的准确性。信中所说的何氏、梅氏就是何国宗、梅?成，“天文院”即钦天监。所谓“院士”应指钦天监

的官员，而当时何国宗、梅?成并不在钦天监任职，而有更高层的官衔，且都是《律历渊源》的主编。至于说何

国宗所上之请愿书，目前虽尚未查到，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应是一份奏折，推荐梅?成代替戴、徐对《历象考

成》进行修改。看来雍正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究其原因，极可能是看中了戴、徐关于日食预报的准确性，也

可能与明图的推荐有关。将修改《历象考成》的任务仍交给戴、徐完成，这种选择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到乾

隆初年，根据实际情况与学术水平，加进了明安图，可是不久，何、梅也以总裁等名义参加修改工作。到署名

时，更把何、梅的名字放在戴、徐和监正进爱之前，这有可能由于官位的高低。总之，这样何、梅才能在心理和

面子上得到平衡。

徐懋德的这封长信所述日食预测及当时的工作基本上与中文记载一致，但是突出了传教士和中国天文

学家之间的竞争，明显地有拔高自己的倾向。在信中他也强调：如果中国人不依赖欧洲人的数学，那么“在这

个帝国传教的得以依靠的唯一根基将被拔掉”。耶稣会士来华就是为了传教，因此传教是他的本职工作，

１７３２至１７３７年，他担任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之职，全面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但是通晓天文学、数学适

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被批准进入北京，并很快在钦天监担任要职。

徐懋德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为了传教而从事天文学研究，他是葡萄牙来华教士中有较高水平的天文

学家之一。徐懋德与传教士戴进贤密切配合，作为钦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为中葡乃至中国与欧洲的天文学

交流做出了贡献。

致谢：本文系中葡两国科技部共同资助的科学交流研究项目成果之一，作者感谢“中葡科学历史中心”的支持！

① “那本书”系指《历象考成》，以下所说“著作”也是指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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